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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的反省—疾病烙印的自我覺察

陳志軒1　王盈婷2　徐畢卿3*

摘　要： 某些病患常受烙印之苦，烙印存於日常生活中，
且涉及社會人際的互動過程。媒體重製的刻板印

象深深影響社會大眾的看法，甚至醫療專業人

員，亦難脫錯誤刻板的認知，極可能成為施予

烙印者之一。因此，專業人員對烙印的反省是非

常重要的。本文將解析專業人員對病患的烙印及

可能的連帶自我烙印，並提出專業人員的自我覺

察，進而發展對抗烙印策略，而成為病患真正的

代言人。

關鍵詞：	烙印、連帶自我烙印、專業、自我覺察。

前　　言

Goffman（1963）發表「Stigma: Notes on the Man-
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此書後，開啟學者對烙印
議題的研究，這些研究結果引起醫療專業人員對疾病

烙印議題的關注。與烙印相關的族群有精神病患、同

性戀者、身心障礙者、愛滋病患與少數族裔等，或

相對於主流族群有道德行為偏差狀況者。烙印影響特

殊族群許多層面，由於被不公平地對待，他們醫療

照護的可近性受到阻礙，又因烙印導致較差的醫療順

從性，其後續的生活適應與社會疾病防治，皆受到

某種程度的影響。

烙印牽涉到社會人際互動的過程，縝密地鑲嵌

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媒體重製的刻板印象，深深

影響社會大眾的看法（Zhang & Haller, 2013），甚至
醫療專業人員，亦難脫錯誤刻板的認知。Aker等人
（2007）研究發現，醫學生與一般民眾對精神疾病有
類似的偏見，認為精神病患是不可恢復的，嚴重精

神病患是危險且具暴力傾向的。Pelleboer-Gunnink、
Van Oorsouw、Van Weeghel與Embregts（2017）指出，
智能障礙者在一般醫療機構就醫時，明顯感受到被歧

視的經驗，專業人員的偏見可能造成烙印。思覺失調

病患在一般醫療機構也遭受歧視，專業人員常以較低

的標準提供照護服務。無法提供良好醫療照顧，部

分是因「診斷遮蔽」（diagnosis shadow），即囿於精神
疾病的診斷而遮蔽了身體問題（Roberts, Roalfe, Wil-
son, & Lester, 2007）。此族群被歧視受苦的經驗告訴
我們，施加烙印者（the stigmatizer）並非限於一般民
眾，連最親近提供醫療的專業人員，對精神疾病亦

存有刻板印象。

聯合國第25條公約曾開宗明義規定，障礙者
「有權享受健康最高標準的權利，不因殘疾而受歧

視」（聯合國，2006）。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 
Oath）中有一段：「無論何適何遇，逢男或女，民人
奴隸，余之唯一目的，為病家謀福⋯」（引自張，

2007），即在提醒醫療專業人員，面對病患不能有差
別待遇，病患的健康為我們首要之顧念。專業人員

要真正降低病患的痛苦，需重新檢視自身的烙印態

度，並深刻反省。因此，本文將解析專業人員對病患

的烙印及可能的連帶自我烙印，並提出專業人員的自

我覺察（self-awareness），進而發展對抗烙印之策略。          

烙印的形成 

烙印發生在遭到貶抑的社會身份標誌上，它是

社會互動的一種現象，無所不在地存於每個社會當

中（Goffman, 1963）。Link、Yang、Phelan與Collins
（2004）將過去的研究結果統整，提出烙印形成（stig-
matization）的六項構成要素，詳述於下。 

一、 標籤化（labeling）

人類社會中存有不少差異性團體，有些群體會被

認為是社會突兀（social salience），而所謂突兀則受社
會文化價值的選擇影響。標籤化是指社會辨識出具突

兀特質者，並將之標記的歷程，是啟動烙印的第一

步，意即具特定特徵者，進而被社會冠上特別的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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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即標籤化。例如「思覺失調症」此診斷名稱即是

一種標籤。 

二、刻板印象（stereotyping）

將負面的特質與被冠上標籤的突兀族群進行連結

的歷程，此為烙印形成的第二步。在此歷程中，社會

傳播扮演傳佈擴大的重要角色。因此，烙印議題常與

媒體所描述的社會形象（刻板印象）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透過社會訊息交換與傳播後，社會大眾產生錯

誤的感知，進而形成烙印。

三、認知分離（cognitive separating）

指在社會大眾與被烙印族群的認知中，將「我

們」與被社會標籤的「他們」進行分離之各種策略。

這樣的切割，使「他們」將大眾刻版看法內化到自

我認知，認為自己異於或劣於他人，進而導致負

向的情感與反應，此稱為被烙印者的「自我烙印」

（self-stigma）。此外，被烙印族群的親近之人（如照
顧提供者、家人）往往也面臨類似的外界烙印，若進

一步將外界烙印內化，則稱為連帶內化烙印（affiliate 
stigma；Mak & Cheung, 2010）。

四、情緒反應（emotion reaction）

指被烙印者在與他人互動時，常出現羞恥等負面

情緒。他們在生活中常感到壓力，進而對其身心健康

或甚而社會心理發展皆有顯著影響。Goffman（1963）
曾經以「矛盾」（ambivalence）一詞，來描繪被烙印者
在不同情境下，對自己身份的擺盪，常是被烙印者

潛藏的痛苦所在。

五、 地位喪失與歧視（status loss and discrimina-
tion）

歧視是烙印於「行為層次」的概念，為負向的互

動行為，亦指當個人被冠予標籤時，將遭受不公平

的對待，甚至被社會排除。歧視主要以直接型歧視、

結構型歧視與隱晦型歧視三種方式表現（Link & Phel-
an, 2006）。直接型歧視為發生在人際間直接的互動；
結構型歧視則指國家或社會法令，直接限制或剝奪偏

異族群的生存機會或權利；隱晦型歧視則是指潛藏在

文化道德與習俗制度等，我們習以為常卻不自知的規

範或法則，而這些規範或法則卻限制了他們的生存機

會或權利。隱晦型歧視必須透過覺察（awareness），
才能察覺與體現被烙印者的烙印。 

六、權力運作（exercise of power）
烙印即是烙印者所使用的資源，烙印者藉由權

力建置各種明文與不明文的規定，對某個族群達到

剝削、控制以及排除狀態，稱之為烙印權力（stigma 
power；Link & Phelan, 2014）。

烙印的權力意涵

權力者強迫偏異族群接受一套可被理解且符合社

會規範的體系，烙印可能就在這情境下理所當然地發

生；也就是烙印潛藏在我們習以為常卻不自知的規範

或法則中（Link & Phelan, 2014）。上述情境顯現出權
力不對等的互動，這就是烙印權力形成的隱晦型烙

印。烙印權力以許多形式存在於醫療場域之中，下面

以精神病患為例，來說明烙印權力所致的隱晦型烙

印。

一、專業人員與病患之權力差異

在王、徐與陳（2017）訪談精神病患的研究中，
病患表示在接受精神衛生專業服務的過程中，漸漸地

發現專業人員的身份「階級」高於精神病患，且專業

人員具有監督、管理與限制病患的「權力」。專業人

員與精神病患間的權力差異，可由社會文化與專業知

識二個層面來探討。

（一） 社會文化層面
社會文化層面涉及對個人存在方式的規訓（管

理、控制與監督），意指個人的「社會身份」（social 
identity）必須符合社會文化建置的「常軌」（Goffman, 
1963）。而精神疾病代表著「脫軌」狀態，可想而知，
常軌之外的精神病患成為承受社會大眾烙印的族群，

從此被涉入排斥、矯正與禁閉的規訓權力中。Fou-
cault （1975/1992）指出，規訓是行使權力的軌道，亦
是權力機制，進一步運用機制對人們進行管理與監

控。社會文化對精神病患的烙印態度，促使精神衛生

機構代替社會規訓精神病患的功能與角色，精神衛生

專業人員也被賦予規訓的權力與地位，以度量、監

視與矯正這群被社會大眾烙印與排斥的「非正常人」。

除社會賦予的規訓權力之外，以家庭為決策中心

的台灣文化，亦加強了專業人員對病患之規訓權力。

臨床中，當病患個人意見與醫療治療方向不同時，

專業人員常會尋求家屬合作以「說服」病患；有時家

屬希望透過醫學治療來矯正與規範病患，因而加強了

精神衛生專業人員規訓病患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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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業知識層面
精神衛生專業人員擁有判斷人們健康或正常的

「專業知識」，此為專業人員權力的來源之一。專業人

員如果誤認自身的知識與經驗足以照護所有精神病患

的需求，而忽略個別性的存在，僵化地套在病患的

照護，這時所謂的專業知識或臨床經驗，可能成為

一種「刻板印象」，而無法回應病患的需求，病患在

所謂專業知識前，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二、藏匿於規訓之中的烙印權力

在社會文化或者專業知識層面，專業人員常自以

為需要代替精神病患做出符合其最大利益決策的醫療

模式，卻可能使病患產生對自己生活失去掌控感，

感到不被尊重或受到貶抑，進而產生被烙印的相關經

驗（王等，2017）。因此，我們應深刻反思，當專業
人員強烈地促使病患符合社會期待與規範時，是否在

不知不覺中，讓隱藏在規訓中的「烙印權力」得以施

展。透過烙印化過程，病患將此烙印內化，使自己感

受到失去為自己做決定的權力與能力，最終不得不順

從與接受專業人員的規訓。

專業人員對疾病烙印的自我覺察

專業人員處在醫療照護的場域中，亦即在社會結

構、個人能動性（agency）與疾病象徵互動之情境，
而人是具能動性，具解構烙印權力的能力（Bourdieu, 
1990）。這種能動性即是對抗疾病的烙印，始於對專
業權力之檢視與自我覺察。

自我覺察為個人有意識的瞭解自我的特質、感覺

和動機（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因此，自我
覺察是個人觀察自我的連續過程，不只是發生在此時

此刻，也發生在彼時彼刻，兼顧主客觀看法，及了

解自己的狀況（Pinel & Bosson, 2013）。

一、專業人員的隱晦型烙印

王等人（2017）在精神病患的訪談中發現，病患
會根據護理人員與自己細微互動，去觀察護理人員是

否具歧視態度或行為，並以此為判定是否進一步與

工作人員分享生命經驗的依據。雖然精神衛生專業人

員較一般醫療專業人員對精神病患有較多的認識，但

若精神衛生專業人員照護精神病患時，未檢視自身對

病患的態度與行為，極有可能成為施予烙印的群體

（Ross & Goldner, 2009; Smith & Cashwell, 2010）。專

業人員擁有烙印權力，極易以專業知識的權力偏頗地

描繪病患，在每日的照護活動中，視病患為待修之

物。若欠缺覺察自身對病患的態度，歧視可能已經悄

悄滲透到自己的行為，有意無意地成為病患最親近的

烙印者。

下列為專業人員避免造成隱晦型烙印的策略：(1)
充實社會心理與精神醫療人文相關的知識，跳脫僅以

精神病理看待病患的框架。(2)定期舉辦規訓與烙印議
題相關的臨床教育訓練，協助專業人員瞭解規訓與烙

印關係，並解析精神衛生服務場域中，可能存在的

規訓與烙印現象。(3)培養獨立思考與自我對話的能
力，增強於實務環境中對規訓權力的覺察，避免僅

依靠慣性與經驗，看待病患所有的感知、情緒與行

為（王等，2017）。而蔣（2016）認為，透過閱讀以及
與他者對話，可藉由自我反思及相互分享與討論，

引發省察自身行動的思維，對照護行動中的自身立場

有所察覺；而對照護立場有所察覺，照護的態度與行

動，自能轉為深切周至。專業人員因規訓或烙印之觸

發而進行自我覺察，並重新整合經驗，而能修正與

改變對病患的照護方式。

二、專業人員的可能連帶自我烙印

另一項與專業人員有關的烙印議題為專業人員的

連帶自我烙印，即是對自己工作的烙印感。照護被烙

印者之專業人員，可能也受到社會大眾的烙印而產生

連帶自我烙印。Gaebel等（2015）針對1,893位精神科
醫師與1,238位其他科醫師，進行跨國的調查發現，
17%的精神科醫師感受到自我烙印。此外，Sercu、
Ayala與Bracke （2015）發現，精神衛生護理人員亦有
類似的連帶自我烙印出現。連帶自我烙印暴露出，

部分精神衛生護理人員對專業身份的認同危機（Hum-
melvoll & Severinsson, 2001）。南丁格爾曾說：「護理
所照顧的不只是醫院的病患，也包括社會上容易致病

的無知、墮落之看法與制度」（引自張，1999）。許多
護理人員從事精神衛生護理的動機，是為了對抗社會

對病患的烙印。如果精神衛生護理人員本身的自我認

同不清（此認同為個人對專業在社會關係位置的角色

期待之內化），即可能對理想或想像與平日實際照護

的工作內容，感到矛盾與衝突，此與其他場域工作

的護理人員對角色理解產生衝突，是類似的經驗。精

神衛生護理人員的自我認同，易受其他醫療人員與精

神病患照護模式影響，而大眾對精神疾病的烙印，

接續對護理人員構成威脅，進而產生連帶自我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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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自我烙印與自我認同之動力變化有關。疾病

或病患的烙印，連結了疾病、照護脈絡與醫療專業

人員的身分認同。因此，疾病烙印影響醫療專業人員

的人際關懷互動與工作成就感，而這又會影響其對病

患的照護態度與行為（包括烙印權力），繼而加深病

患的自我烙印，相互循環影響烙印的形成。這漸漸影

響醫療專業人員照護病患的意願，並採用更多去人性

化的監控，將與從事助人工作的初衷漸行漸遠。

以護理工作為例，如果護理人員能藉由自我對

話、人我對話，省察現實中受挫的照護行動，將擁

有更多權力與更強動機，去改變或對抗精神疾病的烙

印，亦即透過連帶自我烙印的護理實踐中覺醒（Bates 
& Stickley, 2013）。因此，精神疾病的烙印，可能帶
給精神衛生專業人員認同危機，也可能因為危機而重

新覺醒，產生具深遠的工作新意義。

專業人員對抗烙印的介入

受到烙印的族群在結構性烙印下，常視自身存

有某些象徵的特性（symbol of self），並在社會中處於
少數者位置，若能自我覺察，烙印意識（stigma con-
sciousness）可隨之產生（Pinel & Bosson, 2013）。烙印
意識是指因自身所遭逢的處境，而對與自身相似的族

群產生更多的認識與同理，並共同進行烙印對抗。精

神衛生專業人員可能成為施予烙印者或成為連帶自我

烙印者，若能察覺與檢視自己與病患的互動或照護活

動，可避免成為施予烙印者。也因自我覺察而產生烙

印意識，除了降低自我烙印，強化專業認同，同理

病患而能積極對抗烙印。

一、介入方案發展的基本要素

過去研究大多強調，為社會大眾與精神病患本

身提供對抗烙印介入措施，措施內容以教育心理模

式，消除社會大眾對精神病患的歧視或精神病患的自

我烙印。至於提供專業人員的對抗烙印介入，則較為

少見（Knaak & Patten, 2016）。
針對專業人員介入措施的方案，可包含：工作

坊、技巧訓練方案與深度接觸等方式。Knaak與Patten
（2016）透過質性研究，歸納方案發展成功的要素。
介入方案的帶領者，首需辨識出專業人員發生連帶自

我烙印的根源，這些根源往往為專業人員對病患的復

元充滿悲觀，只看到疾病而忽視全人觀點的照護，

認為自己所作的事無關緊要，缺乏因應技巧與缺乏對

自己偏見的反省。當帶領者辨識根源後，接續有四個

步驟，可作為對抗烙印方案的參考：(1)發展針對特
定問題根源的介入方案（如透過深度接觸以了解受烙

印族群）；(2)建立連結來輸送介入方案（如帶領者建
立與參與者對等的地位，以便雙向溝通與回饋）；(3)
改變組織的文化，亦即辨識與改變組織內部的結構

烙印；最後(4)再評值與修正（評估成效與持續準備下
一階段）。Friedrich等人（2013）認為，專業人員對抗
烙印的訓練，非只侷限在照護特定族群的專業人員

上，應該在其專業養成過程中進行加強，並以預防

的觀點介入。

二、自我覺察方法的應用

專業人員對抗烙印的介入過程即是自我覺察過

程。覺察烙印權力常運用的方法，包括：(1)認識烙
印權力相關概念，方具辨識烙印權力的能力。(2)雖
身處烙印權力的脈絡中，能努力傾聽與瞭解病患於

照護場域中所感知的烙印經驗。及(3)觀看自己是否
無意地施展烙印權力（Friedrich et al, 2013; Hansson & 
Markström, 2014）。

介入方案中，除了安排課程介紹受烙印族群的相

關知識外，最重要是讓參加介入的專業人員，能理

解被烙印的痛苦。為達此目的，可在課程中安排受烙

印族群現身說法，或觀賞紀錄片，進而分享參與者

自己的生命經驗；另角色扮演亦可作為反思的方式，

即透過角色扮演的經歷而進行小組對話討論（Friedrich 
et al., 2013）。在參與介入的過程中，參與者被要求不
斷檢視及反思，是否在無意當中以烙印權力對待病

患。這可藉由自我對話與他人的對話，來進行反思與

覺察，認識自己在何種情境脈絡中，會想塑造與控

制他人以符合規範。自我覺察的歷程，可能會伴隨對

自己的負向情緒，必須誠實接納真相，自我方能發

生改變（Pinel & Bosson, 2013）。

結　　論

烙印議題無所不在，充斥於日常生活，專業的

烙印權力常存於專業人員的照護行為而無自知。本文

反省了有關烙印權力與連帶自我烙印的議題，藉著自

我察覺，才能促進與照護對象的正向互動，成為病

患真正的代言人。而對烙印的省思與介入，並非只囿

於特定的專業人員，如精神病患對一般或內外科醫療



The Journal of Nursing  ■  Vol. 64, No. 3, June 2017

Self-Awareness of Stigma16

照護的需求勢必存在，愛滋病患亦可能面臨生產或罹

患腫瘤，也需其他醫療團隊的照護。因此，所有醫療

專業同仁，必須共同意識到對烙印省思的重要性，

一起參與對抗，創造人性化的照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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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Awareness of Disease Stigma: Reflections of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Chih-Hsuan Chen1  •  Ying-Ting Wang2  •  Bih-Ching Shu3*

ABSTRACT: People who suffer from disease frequently experience disease-related stigmas. Stigma presents in 
daily life during normal human interactions. The stereotypes promoted by the media often impact 
public opinion significantly. Moreove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may exacerbate stigmatization due 
to their misunderstanding of patients and their disease issues. Therefore, the reflection on stigma of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cannot be ignored. The present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issue of stigmas held by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their related stigmas, and their self-awareness. It is hoped that all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may cooperate to develop an anti-stigma strategy and to become true spokespersons for 
thei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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